
唐
代
藩
镇
形
成
的
原
因
探
析

□

郑
州
大
学
历
史
学
院

李
帮
儒

安史之乱严重削弱了唐王朝的实力，造

成唐后期藩镇割据的局面，到 9世纪初的时
候，已有四十多个藩镇。据《新唐书·兵志》记
载：他们“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削
弱了中央集权，使唐后期的政局混乱不堪，

并最终导致其灭亡。
一、唐代地方行政体制的缺陷是藩镇产
生的主要原因

唐代的州数，“开元二十八年户部账，凡
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三”[1]。而
和唐朝同样是疆域广阔的汉朝“至哀、平之
际，凡新置郡国六十三焉，与秦四十合百三；

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

十一”[2]。我们可以看出，汉朝的郡数只是和
它同级的唐代的州数的三分之一，在同样广

阔的疆域范围内，汉代郡要比唐代州的面积

大。作为同级的汉郡和唐州是中央和地方联
系的交接点，其数量的多少和行政区划的面

积大小，会直接影响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终
唐一代，州的数量一直保持在三百个以上，

而且又是中央直接管理，这样便产生了所谓：

“率计天下三百余州矣……则两千石安得三
百余人耶”[3]之叹。唐前期强化中央集权时所
隐伏的这种内在矛盾，暴露了地方两级制的

缺陷。因此，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在地方
行政区划上再加一级，把两级转变为三级制，

以减少中央直接管辖太多的地方行政机构而

带来的种种问题。在州之上再设一级地方行
政区划，在唐初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唐初地方上实行州县两级制，本来是为

了削弱地方权力，想保持内重外轻、权力集
中于中央的格局，从而达到防止因地方权力

过重而导致再度出现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

样的分裂。但是由于州数太多，中央无法控
制，早在贞观元年就分天下为十道，“隋季丧
乱，群盗初附，权置州郡，倍于开皇、大业之
间。贞观元年，悉令并省。始于山河形便，分
为十道：一曰关内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东

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陇右道，

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剑南道，十曰

岭南道”[1]。这十道便是十个监察区，推行不
定期的监察制度。到开元年间设置了十五个
采访使道，从主观上来说，唐王朝不愿意推

行三级制度，希望保持州县两级制，以维护

中央的绝对权威。但是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地
广人多的国家里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

体制，势必会导致地方的权力过小，而削弱

了地方发展经济和靖绥御侮的功能。例如，
地方长官并无兵权，而边防地区又不能没有

军事防御，所以在武德年间就已经设立了总

管府，“高祖受命之初，改郡为州，太守并称
刺史。其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置总管府，以
统军戎”[1]。武德七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后因
四边多事，对边区的都督加使持节，增其权

力，称节度使，为一方军事大员。以后，为了让
节度使有更大的靖绥地方的权力，唐王朝被

迫将军、政、财、监大权全集中在节度使一人
身上，又因边区联防的需要，常使一人兼摄数

镇。于是边区因军事的需要而实行了三级制，
而内地还是两级制，内重外轻的格局很难继

续维持，最终于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九
日，爆发了安史之乱。安禄山以身兼范阳、平
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起兵反唐。为了平定叛
乱，内地也遍设藩镇，至德以后，安史之乱虽

然平定，但藩镇割据的形势已定，地方行政区

划形成了实际上的三级制。这样的地方行政
体制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而正是这一缺陷，

导致了中唐后期藩镇的出现。
二、兵制的变化与改革为藩镇的形成提
供了军事基础

隋末唐初，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农民起义

的打击下有所削弱，唐王朝掌握了大量的无

主田，统治者把相当一部分的官田用作赐

田、公廨田、驿田、屯田，以供禄米、经费和其
他军政开支之用，其余大部分用以实行均田

制，即作为永业田和口分田分配给各阶级、
各阶层的人占有。由于均田制度的重新编制
和巩固，在均田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府

兵制度也大大充实起来。
府兵大都是从均田户中选拔充任的，

“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才力一
人，免其身租庸调”[4]。这可能是根据唐初的
制度而言。府兵在入伍以后，他们的军籍属
于折冲府，他们的户籍和垦田仍然属于州

县。府兵的户籍和垦田计帐和一般的民户完
全相同，只是名隶折冲府的丁男，在他们的

户籍上注明“卫士”而已。府兵入伍以后，在
平常的日子里，还是和他们的家人生活在一

起的，“三时耕稼”，“一时
治武”，“父兄相言，不得他
业，籍藏军府，伍散田亩”
[5]。只是在每年的冬季十一
月，由折冲府召集，“教其
军阵战斗之法”[6]，这才离
开家庭，去折冲府指定的

地点集结，参加操练。此外，
就是去京师上番宿卫、防戍
处防戍，或出兵打仗时，才

会离开他们的家乡。因此，
府兵都没有脱离农民的身

份，他们除了按时集中训练和宿卫上番以外，

一年中有一部分时间可以在自己的份地上进

行农业生产，即使离开家乡从征、戍防，所受
的份地也还是由他们的家属来耕作，从这方

面来看，府兵制基本上是兵农合一的。
唐十道一共有五百六十六个折冲府，关

中道独占二百七十三府，陇右道占二十九府，

河东道占一百四十一府，三道相加，就是四百

四十三府，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三还多，而全

国折冲府又都分别隶属于十二卫和东宫六

率，轮番戍卫京师，称为禁卫军，所谓“举关中
之众，以临四方”[7]。这种军事上内重外轻的布
局对于唐前期的统治巩固和中央集权的加强

起到了有利作用，是当时国家机器的重要组

成部分。但是，这种局面并保持不了多久，以
均田制为基础的府兵制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

很快也走向衰亡。
唐初，国力强盛，那

时构成军队核心的府兵，

固然兵役负担很重，但是

由于他们分配到足够的永

业田、口分田，府兵本身也
能够免去自身的租庸调，

因此他们的战斗力也比较

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土地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到唐高宗、武则天统
治时代，国家掌握的土地

越来越少，均田制遭到破

坏。府兵授田很难足额，有
些府兵户除了保有二十亩

永业田之外，连一亩的口

分田地也没有分配到，这

样他们的经济就逐渐衰退

下来，府兵原来本是一种

禁卫军，要轮番戍卫京师，

故当时“谓之侍官，言侍卫
天子”[4]。既称为“侍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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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他们本身的地位很高地，但由于他们的经

济地位衰退，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当时十二

卫府的将军不是由无能的外戚来担任，就是

由归顺唐朝的番将来统帅，十二卫府的僚佐

也都是当时的权要子弟，这些将佐们渐渐地

把直番的卫士当作“童奴”。这样一来，人们
认为当“卫士”是一种耻辱，于是“京师人耻
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8]，而关东一带人民
为了避免当府兵，竟然“至蒸熨手足，以避其
役”[9]，这样一来，府兵的素质和战斗力也就
大大降低了。
府兵戍卫边疆，旧制以四年为限，而事

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由于战争的继续进行，
府兵是“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10]，也常常是
长期住在边疆，他们家中的一小块田地也就

荒芜了，再加之府兵授田不足和兵役负担的

繁重，府兵的家庭生活就自然是很困难的

了。府兵戍卫边疆，很多战死疆场，然而一些
边将又往往恃宠讳败，没有把真实的情况报

告给唐王朝，所以战死疆场的卫士，他们原

籍的户籍却并没有注销。有些官员为了增加
财政收入，就以此为借口，要这些卫士的家

属补缴，这些府兵的家属损折了人丁不算，

还要补缴过去免缴的租庸，其困难不可想

象。唐王朝就是用这种残酷的方式来对府兵
的家属进行剥削的，唐代的府兵制就是在这

种背景下瓦解的。
府兵虽然没有战死沙场，有些也会被

残暴的边将虐待致死，于是府兵大量逃亡，

使府兵的兵源更加枯竭，从而也使府兵制

度陷入瘫痪状态而无法维持下去。在这种
情况下，招募壮士充实士兵来源的方法便

应运而生。招募的对象是均田户、自耕小农
转向的逃亡客户，当然表面上看，这种招募

是自愿性质的，而实际上也带有强制性。强
致招募的戍兵的戍边年限从三年、四年、六
年以至变为“无有还期”[10]。到了开元二十
五年（737），唐王朝索性下敕：“于诸色征人
及客户中，招募丁壮，长充边军”[10]，称之为
“长征健儿”[4]。从此以后，更番戍边的制度
不复存在，招募的“长征健儿”便成为终身
的职业兵。戍边的兵卒演变为“长征健儿”
是当时军事制度上一种很大的变化。
自从府兵制度破坏以后，戍卫京师的人

数，到天宝元年（742），只有六万左右，而边防
的人数却发展为四十九万，形成所谓“猛将精

兵，皆聚于西、北”[10]的局面，此前关中的兵力
足以制驭四方，而现在却完全颠倒过来了。唐
初，府兵之置，“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
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无握兵
之重”[4]。后来边境置节度使，开始的时候，边
帅还是四年一任，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需要

富有战斗经验的将领来担当方面之任，于是

在府兵变成“长征健儿”的同时，边帅也有专
任十数年而不调换的，如平卢节度使安禄山，

自从天宝元年为节度使，一直到天宝十四年，

前后任平卢节度使十四年之久。由于边帅久
任地方，而府卒在变成“长征健儿”之后，又完
全归边帅节制，边帅的权力自然就日益膨胀

起来了。节度使与军镇上的“长征健儿”结合
在一起，就出现了边帅专军的局面，这是造成

地方割据势力形成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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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戏在中国古

代流传很广,千百年
来传演不衰。百戏,
是我国古代乐舞杂

技表演的总称。1979
年我国出版的《辞
海》中，百戏是指“古
代乐舞杂技表演的

总称”。它“包括各种
杂技幻术 (如扛鼎、
寻幢、吞刀、吐火

等)，装扮人物的乐舞，装扮动物的鱼龙曼延
以及带有简单故事的《东海黄公》等”[1]“。“百
戏”一词，今知较早见之于《后汉书·孝安帝
纪》：“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2]这次罢遣发

生在东汉殇帝延平元年(107)冬十
二月，是时殇帝新丧，十三岁的刘

祜刚自外藩入登大位，主政者仍

是邓太后，罢斥之旨当由太后决

定。曼延应是似后来舞龙之类的
巨兽表演，鱼龙即鱼龙变化，注引

《引官典职》对此释之甚详：“作九
宾乐。舍利之兽从西方来，戏于
庭，入前殿，激水化成比目鱼，嗽

水为雾，化成黄龙，长八丈出水遨

戏于庭，炫耀日光。”鱼龙曼延的
描写已见于《汉书·西域传赞》，然其与“百
戏”的连称则应重视。《后汉书·南匈奴列
传》：“诏太常、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城
门外祖会飨赐作乐，角抵百戏。顺帝幸胡桃
宫临观之。”此处与角抵相连称，语义上又从
属于角抵，无非是要补说角抵戏中包含的演

出门类之多，与《史记·大宛列传》中“觳抵奇
戏”所指为一物，都是在注解角抵戏,故而该
处集注曰“角抵之戏则鱼龙爵马之属”，简述
其品种，自然间又略去那个“百”字。无论西
汉抑或东汉,百戏就是角抵戏。东汉时虽出
现了“百戏”一词，但还远不如“角抵戏”之称
普遍，还要与“鱼龙曼延”、“角抵”等连称，而
未见单独使用。从演出品类繁盛多变的意义
上言之，是谓百戏；从演出形式及其内涵的

尚武精神而言,则称角抵。与较晚出的“百
戏”一词相比,“角抵”似乎更能表明中早期
戏剧的嬗变之迹，更能代表其时代风貌，由

秦而历两汉，“角抵”都是中国戏剧的标志性
总称。
《庄了·徐无鬼》就曾谈到：南市宜僚以
弄丸，名于时。旧注称：“南市宜僚善弄丸，常
八个在空中，一个在手。”《列子·说符》也记
载宋国兰子弄七剑，五剑常在空中。在两千
多年前，人们便掌握了这种技艺，实属难能

可贵。《史记·苏秦列传》也说，战国时，齐都
临淄的人不仅“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
而且也普遍参与斗鸡、走犬和蹋鞠。至于拔
河，则相传楚将伐吴，设此戏“以为教战”，后
遂流传民间，相沿不绝。还有角抵，“或曰战国
时之戏”。秦二世也曾聚集艺人，表演过角抵、
徘优之戏。只是秦代以前的百戏表演，尚处于
肇始阶段，远不如汉代那样规模盛大、节目繁
多。《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引《汉元帝纂
要》：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后乃有高絙、吞
刀、履火、寻幢等戏。”这是指百戏达到一定规
模、被集中起来为人表演是在秦汉之时。百
戏，汉代谓之“角抵戏”，因其节目繁多，健美
活泼，后世遂通称之为“百戏”。
在汉代，百戏的管理机构主要是乐府，

乐府隶属少府，负责人为乐府令丞，而其手

中国汉代画像石上的
乐歌百戏中的假面和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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